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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aH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which
 

is
 

the
 

emerging
 

development
 

mod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domestic
 

scholars
 

recently.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as
 

a
 

catalyst 
 

the
 

IaH
 

demonstrates
 

a
 

progression
 

from
 

slow
 

to
 

fast 
 

scattered
 

to
 

norms 
 

and
 

theory
 

to
 

practice.
 

Und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aH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chnology 
 

and
 

weak
 

attraction .
 

The
 

question
 

of
 

how
 

to
 

build
 

a
 

high-level
 

and
 

high-quality
 

l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model
 

based
 

on
 

Chinese
 

localization 
 

remains
 

unansw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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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前後中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發展與挑戰

李昊錦

浙江大學

摘　 要:
 

「在地國際化」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新興發展模式,近年來受到了國內學者的大量關注。 以新冠疫情為

轉折點,「在地國際化」呈現了由慢到快、零散到規範、理論到實踐的發展態勢。 「在地國際化」迅速發展之下,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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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技術不足」「吸引力偏弱」等諸多挑戰,如何構建基於「中國本土化」、高水平高質量的在地國際化模式仍在探

索之中。

關鍵詞:
 

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新冠前後;發展;挑戰

21 世紀以來,為順應全球化的發展趨向,高等教育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成為

了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主要趨向。 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

(2010-2020 年)》中明確提出:「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
 

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開展多層次、寬領域

的教育交流與合作,
 

提高中國教育國際化水平」。 目前,高等教育國際化作為高等教育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已經成為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體現。 隨著 2019 年末,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範圍內爆發,傳統空間意義上

的「跨境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Abroad,
 

IA)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國與國之間的跨境交流受到了諸

多不可抗力因素的阻礙。 在此情況下,「在地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IaH)作為與「跨境國際

化」並行的國際化模式①,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以及國際化實施的重要導向之一。

為進一步推動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以助力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在地國際化」已經受到了國內學者的

廣泛關注。 早在疫情暴發前,學者張偉、劉保存已經指出,我國具備開展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基礎條

件,強調「在地國際化」戰略是我國高等教育全面國際化的必然選擇②;後疫情時代,學者蔡永蓮、仲彥鵬認為

「在地國際化」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重要途徑③和培養國際化人才的新路向④,且亟待深化研究。 同時,部

分學者指出我國「在地國際化」仍面臨國際化師資偏弱、評價體系功利化⑤等諸多挑戰,學者李偉、張健偉對

歐洲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共性要素進行歸納後,認為我國「在地國際化」需要打破西化從屬觀念、完善學

校組織與課程內容⑥。 以新冠疫情為節點,我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發展進程加快,在課程內容、教學模

式、技術賦能等方面得到提升,但依然存在諸多挑戰,如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包容性廣、效率高的「在地國

際化」模式仍有待探索。

一、
 

「在地國際化」涵義與國外應用

「在地國際化」概念並不興起於 2019 年新冠疫情暴發後,最早由瑞典馬爾默大學副校長本特·尼爾森

(Bengt
 

Nilsson)於 1999 年提出。 對於其定義,早期德國學者貝恩德·沃切特(Bernd
 

Wachter)認為「在地國

際化」是「高等院校中發生的除師生海外流動之外的所有與國際事務相關的教育活動」 ⑦;近年來,斯·貝倫

(Jos
 

Beelen)和埃爾斯佩思·瓊斯(Elspeth
 

Jones)對既有研究進行了整合,他們認為「在地國際化」是指「高

校在教學過程中有意識地將國際性和跨文化維度融入面向全體學生開設的各種正式和非正式課程之中」 ⑧。

綜上所述,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在本國內、以國際化多元課程為主、囊括國際學者交流、國際項目、國際會

議等多種形式的教育活動,其目的是為學生提供國際化事務體驗,在本土培養國際化人才。

從世界的角度來看,「在地國際化」作為新興概念逐漸演變為全球高等教育新潮流,但在發達國家和發

展中國家呈現不同的發展態勢。 雖然對經濟條件要求較低且受眾面更廣,「在地國際化」的高等教育發展模

式仍然更集中於處於全球知識中心的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 早在 2013 年,歐盟就已經將「在地國際

化」正式納入了官方文件⑨,根據歐洲國際教育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A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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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統計,
 

截至 2015 年,
 

已有 56%的歐洲大學將「在地國際化」納入學校規劃並實施⑩。 而那些處於全球知

識圈層邊緣或半邊緣的國家難以和中心國家進行平等的知識和學術交流,僅僅充當知識的「消費者」而不是

「生產者」 。 以印度為例,2018 年,印度共生國際大學(Symbiosis
 

International
 

Deemed
 

University,SIU)與印

度大學協會聯合舉辦了以「在地國際化:建設全球、國際和跨文化(GII)能力的戰略」為主題的國際會議,較

早提出了「在地國際化」概念並對其原理進行了闡釋,但並沒有受到政府、社會的普遍關注。 直到 2020 年

「在地國際化」才正式被寫入印度《國家教育政策 2020》(NEP
 

2020) ,在後續的政策落實中也並沒有緩解

印度人才流失的現實困境。
 

雖然「在地國際化」為本土培養國際化人才提供了理論可能,但在跨境交流主體地位尚未改變、發達國

家掌握知識中心的情況之下,全球範圍內對「在地國際化」的實踐舉措依然受限。

二、
 

疫情前的中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

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中國作為世界上「跨境國際化」規模最大的國家,不可避免地更偏向於跨境國際

交流。 這一階段,國內高校對高等教育國際化已經非常重視:近九成以上的普通本科院校對本校國際化發

展有著明確要求並製定了國際化發展戰略目標以及中長期規劃和實施方案。 這些措施主要基於國內外師

生的訪問交流,側重於打造國際化品牌效應,在而不是注重培養國際化人才,「在地國際化」這一概念也較少

提及。

2015 年,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對全國 553 所高校(其中包括 24 所 985 高校、48 所 211 高校)就「國際

化發展狀況」進行了調查,並發布了《2015 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狀況調查報告》。 《報告》指出,該時期

國內高等院校「在地國際化」的國際化模式基本表現為雙語(非外語類)課程、國外師生來華交流、線上講座、

國際會議等非母語交流模式。 高校「在地國際化」實踐基本體現在課程的語言形式層面,多為外國來華學

者或有海外經歷的本校教師采用外語或雙語的形式來進行專業課程的講授。 這類課程對學生的提升主要

集中在語言交流能力上,對培養國際化人才的作用有限。

此外,《報告》還指出,由於線上課程平臺搭建尚不完善、教育資源不均等原因,受眾群體也比較受限。

根據《報告》數據顯示:在國際化管理人員方面,985、211 高校分別平均配置有 32 人、19 人,顯著高於其他高

校平均配置(6 人);在全外語(非外語類)課程設置數量上,985、211 高校平均開設有 205、93 門,其他高校平

均僅開設有 29 門,東部地區高校設置的全外語類課程數量(平均 54 門)同樣顯著高於西部地區高校(平均

29 門) 。 由此可見,東部地區、985、211 高校的師生一般更易獲得接觸、了解「國際化」教學模式。 不僅如

此,在中國本土傳統的「投入—產出取向」( input
 

and
 

output-focused
 

orientation)的教育評估機製下,通過單一

的學分、成績來不能較好地反映學生國際化素養,其國際化課程有效性有待商榷。

總體而言,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在地國際化」已經被國內學界所關注,但在實踐層面仍未取得較好落

實,至多作為「跨境國際化」的輔助手段。 各高校之間的在地國際化活動較為零散,尚未建立規範性的框架

基礎,處於從理念到實踐的初步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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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後疫情時期的中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

新冠疫情暴發後,跨境交流受到了極大阻礙,對全世界範圍內的高等教育國際化造成了不可逆的影響。

國際大學協會調查顯示,疫情對 89%的高等學校中的國際學生流動產生了負面影響,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與漢斯·德·維特(Hans
 

de
 

Wit)在 2020 年指出:「從短期、中期,甚至長期來看,疫情給高等教育國

際化帶來的後果和混亂已不可避免,而且隨著疫情的發展影響會更加嚴重」
 。 在此情況之下,高等教育國

際化模式需要突破空間和人員流動的物理限製,利用現有國際化資源存量,開拓國際學術交流新形態,高等

教育「在地國際化」模式得到進一步發展。

(一)
 

後疫情時期中國在地國際化的發展

在學生跨境交流受到限製的情況之下,地域界限讓國內高校必須基於「本土」資源,來開展國際化實踐,

探索如何在「本土」地域內培養國際化人才。 在現實需求推動下,中國「在地國際化」得到了更廣泛的關注,

在課程設計、學術合作、教育技術、評估體系等方面形成了更規範的架構。

在課程設計方面,國際化課程從語言形式的國際化向教學內容的國際化過渡。 「是否使用母語授課」不

再作為評定該課程國際化指標的主要標準,使用外文授課並不代表其國際化程度高,而中文授課也並不代

表「本土化」程度高。 高校建設國際化課程的理念更加注重教學內容的國際化,課程的語言形式作為外在框

架可以多元化,但課程內容必須體現國際化特征。 所謂課程內容國際化,就是通過該課程的學習,學生可以

初步了解全世界範圍內或者境外某一範圍的文化特性、人文情懷以及內在發展情況,拓展自身視野的同時

在對比中實現知識互補。 如浙江師範大學開設的《非洲教育專題研究》便是采取中文授課的模式,該課程的

設置並不是以提高學生語言能力為目的,而是注重培養學生的國際素養,讓學生不必前往非洲,便可以通過

非洲視野對非洲教育發展情況進行深入了解。

在學術合作方面,國內高校進一步挖掘中外合作辦學潛力,計劃將其打造為「不出國門的留學」。 疫情

時期,中外合作辦學相較於其他涉外合作模式,有相對獨立的教學場所、良好的辦學環境以及更優質的師資

力量,因而在規模、層次和模式上都得到迅速發展。 截至 2020 年 8 月,我國所擁有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機

構和項目數量已近 2000 個,這些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與項目積累了較為豐富的高等教育國際化資源,為「在

地國際化」擴充了除普通高等教育教學外的其他參與途徑。
 

在教育技術方面,互聯網技術與教學的結合得到極快發展,「數智教育」模式逐漸成型。 疫情催生了線

上教學模式的興起,如錄播、直播、慕課(MOOC)等形式。 課堂實現了時間、空間的雙重突破,教學資源較大

程度上開放給了大部分學生,學生甚至可以線上完成科研報告、課程作業。 「在線課程」將不再被視為傳統

課堂的附屬產品或面授教學的低效模仿品,而將作為高等教育的獨特產品和重要分支。 在互聯網技術支

持下,國內外高校協同召開學術會議、學術講座的難度降低,線上圖書館、線上資源庫等教學資源加速共享,

為加強學生的國際化素養和科研能力提供了更豐富的教學資源。

在評估體系方面,教學評估逐漸向「結果取向」(outcomes
 

assessment)型評估轉型。 高校對學生國際化

的評估從「重結果輕過程」的量化評估為主,開始向「過程、結果兼備」的綜合性評估的方向轉變,以浙江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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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為例,其國際化評價主要指標從量化的師生跨境交流數量轉變成了是否參與高質量國際化課程。 結

合線上教學模式,國際化課程學分製也更加多元化,學生不僅僅是通過考試而是研究報告、展示等多種方式

來進行評價,更能反映學生的國際化素養。

(二)
 

後疫情時期中國在地國際化的挑戰

中國在地國際化的發展過程中,依然面臨著諸多挑戰。 中國自身作為世界上高等教育規模最為龐大的

國家,仍處於高等教育知識圈層中的「巨大邊緣」(Gigantic
 

Periphery),其發展質量水平仍不足以進入知識中

心。 能否普及在地國際化模式存在著疑問,目前仍然存在著諸多不足與問題有待解決。

教育技術豐富了「在地國際化」形式,與此同時也加劇了地域間高等教育的不平衡。 中國各省份之間的

數字能力、科研資源存在較大的數字鴻溝與智能代差,雖然互聯網技術對用戶自身是平等的,但經濟發展與

開放性思維之間的差距導致用戶對互聯網技術的理解有所不同,致使優者愈優、劣者愈劣。 東部地區信息

化程度較高,「在地國際化」在東部發達地區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中西部地區則相對落後。 阿特巴赫明確

指出,「疫情帶來的「線上課程」,深化了學習者、高等院校和國家之間的差距和不平等,最貧困地區的大學受

到的影響更加嚴重」 。 地域間的「在地國際化」能力不平等,給「教育公平」難題帶來了更大挑戰。

中國高等教育對外吸引力不足,外國留學生、學者大多來自發展中國家,「在地國際化」氛圍多元化有待

提升。 不可否認,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影響力已經得到長足發展,2020-2021 年,來華留學學歷生占比大幅提

升,達到 76%。 但高校在與國際知名院校建立合作關系時,會更多傾向於和鄰近國家(韓國、馬來西亞、巴

基斯坦等)、發展中國家(非洲國家)建立交流合作關系,較多高校對留學生與本土學生實施「區別管理」,人

為地在留學生和本土學生間設置了障礙。 中國留學生結構仍處於一個緩慢優化的階段,一定程度上限製

了國際化氛圍在校園內的推進。 中國仍需要進一步發揮「雙一流大學」的品牌效應,擴大整體的國際吸引

力,實現國際化人才的均衡出入。

中國缺少對「在地國際化」的綱領性政策支撐,當「跨境國際化」限製減少之後,中國在地國際化發展可

能會受到較大沖擊。 中國在「跨境國際化」方面已經頒布《學校招收和培養國際學生管理辦法》等綱領性政

策文件,建立了較為完備的跨境運行體系,指引著對外交流由「量」到「質」的轉變。 然而,在「在地國際化」

方面,尚沒有綱領性政策為其進行頂層設計,缺少自上而下的運行機製。 當疫情結束、國際形勢緩和之後,

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模式仍可能重新偏向跨境交流而非「跨境國際化」與「在地國際化」並行。

四、
 

中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優化建議

在後疫情時代,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全面發展趨勢的增強,高等教育需要正視國際化進程的挑戰,探索

符合現實發展需要的國際化路徑,以「實現培養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

際競爭的國際化人才」 的戰略目標。 「在地國際化」作為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新路徑,在現實課程教學中

依然存在各種問題,高校與政府機構仍需依托自身發展基礎、借鑒國外優秀經驗,在建設高質量國際化課程

和完善「在地國際化」落地配套機製方面加大力度,開拓具備中國特色的在地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

高校作為在國家競爭力體系中起著核心作用的主力軍,需要建立基於科學理論的系統化國際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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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提升高等教育國際化教學質量。 各高校首先應深化「高等教育國際化」概念理解,把握高等教育國際

化的前提是基於全球化的教育理念來看到教育發展問題,英語化程度、國際流動的師生數量並不是評判國

際化程度的硬性指標。 實際上,在地國際化的實施是一個非同質化的復雜過程,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的

不同院校都會存在對在地國際化的不同理解和闡釋,各高校應從師資力量、學生水平、所在地區需求等客

觀情況出發對自身的國際化發展目標進行針對性思考,從實際出發構建具有校本化特色的國際化課程,而

不是一味照搬外國經驗。 就課程內容而言,國外學者卡蘭(H.
 

Callen)認為理想化的國際化課程既需要相應

的外語課程,也需要融入不同類型的文化內容和對學生跨文化認知、多文化溝通技巧的訓練。 這表明在地

國際化課程需要采取多元化的開放式教學模式,讓學生接觸國際多元文化中的各類元素,尋找外語學習和

國際化素質培養間的平衡點,兼顧被動的知識接受與主動的知識獲取,
 

促進學生通過自我學習和完善來習

得國際化素養。 此外,國內國際化課程建設存在碎片化特征,零散分布或特定數量的課程弱化了國際化課

程的教學效果,亟待高校改進頂層設計,將國際化課程體系化,開展全學科、跨學科導向的課程國際化整體

統籌設計,在地國際化的成功實施需要高校各個部門的每個成員積極參與。

即使「在地國際化」在疫情時期得到了一定發展,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模式對於我國而言尚為新興事

物,仍然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科學配套機製以推動其落地。 政府需要為高校實施在地國際化提供合理的政

策保障、規範的製度支持,例如出臺確保法律法規以保障在校學生享有接受在地國際化的權利、適當予以高

校協調本地國際化教育資源的權利、提供專門的在地國際化財政支持體系等。 部分學者認為,由於現有高

等教育體製管理限製、公共政策導向模糊,高校缺乏對在地國際化戰略的推進意願,從而阻礙其發展。 對

此,中國可以借鑒印度、瑞士等優秀經驗,將「在地國際化」寫入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為「在地國際

化」提供宏觀政策上的支持,逐漸破除傳統高等教育的管理機製限製,建設以服務為本的高等教育在地國際

化推行機製。 為進一步推進「在地國際化」這一國際學術協作新模式,政府還應依托「一帶一路」建設這一重

大戰略決策,在後疫情時期牢牢抓住「一帶一路」建設中與鄰國的教育援助與教育合作的互補互惠關系,加

速構建國際教育組織深度合作關系,進一步提升我國高等教育話語權與影響力,深度參與國際教育規則製

定,打造高等教育國際化對外開放大格局以營造更適宜「在地國際化」開展的教育環境。

五、
 

結語

「在地國際化」的出現與興起,不僅是由於疫情帶來的跨境國際化受阻,也是探索全球高等教育國際化

未來發展的新方向:基於「本土」的國際化。 國際化並不是一個同化、西化的過程,各國應結合自身本土教育

特點走向世界。 中國在傳統的跨境國際化模式中始終面臨著如何在「西化」中保持自我的難題,而在地國際

化則在本土地域提供了一個批判性吸收外來知識與文化的方式,為中國尋找「國際化」與「本土化」之間的平

衡點帶來了全新範式,也會培養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化人才提供了可能。

雖然以疫情為主的外部因素助推了「在地國際化」技術層面的迅速發展,但中國國內高等教育資源、教

育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處於落後地位。 雖然「在地國際化」與「跨境國際化」並行的國際化模式作為高等

教育國際化新潮流,帶來了本土培養國際化人才新模式,但發展過程中的困難與挫折同樣也是不可避免的。

中國仍需立足自身現實,正視不足之處,推動高校國際化課程內涵建設、國際化理念普及以及建立更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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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研究型大學,深入發展在地國際化能力,在全球知識圈中占據主動地位。 「本土培養國際化人才」道阻

且長,推行教學架構上因地製宜、課程內容上多元開放、製度保障上合理規範的「在地國際化」戰略,對中國

建設具有本土化的國際意識建構有著豐富的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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